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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雙重身分的挑戰：
軍隊社會工作實務的倫理議題

嚴巧珊

壹、前言

「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軍隊

存在的目的在於維護國家安全。為了維繫

軍隊戰力就必須完善軍隊輔導工作，而軍

隊社會工作就是源起於軍隊發展需要，為

重視國軍官兵個人存在價值，特加強各項

服務以維護基本權益、增進福利措施，以

安定官兵生活（朱美珍，2012）。目前，

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以下簡稱國

軍心輔工作）是軍隊社會工作中重要的一

環，意即軍隊社會工作者主要投身於國軍

心輔工作（吳嘉蓉、宋麗玉，2018；郝溪

明，2003；陳依翔，2017）。國軍心輔工

作始建立於民國80年，目的是因應當時社

會環境變遷與軍隊輔導需求而設立，之後

於民國88年為配合部隊組織結構調整，

完成國軍心理衛生（輔導）「三級防處

體系」及「區域輔導網絡」建構並執行

迄今，主要以「初級發掘預防」、「二

級專業輔導」，以及「三級醫療處遇」

來促進官兵心理健康及防範自我傷害事

件。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初級發掘預

防」工作中主要擔任連輔導長、營輔導

長等職務，屬於第一線輔導和危安預警

人員；在「二級專業輔導」主要執行專

業諮商輔導工作，並提供基層幹部教育

諮詢與協助個案轉介工作；在「三級醫

療處遇」中則任職於「地區心理衛生中

心」，發揮危機處理與密集輔導作為，

並整合矯治、醫療與心理重建之功能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註1）。

國軍心理衛生（輔導）「三級防處」

機制屬於「崁入作法」（顏志龍、陳彰

儀，2003），將心輔工作紮根於各基層

單位，並透過指揮系統落實輔導回報機

制，以協助各級單位發掘、掌握與輔導個

案（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然

而，崁入的心輔機制讓軍隊社會工作者必

須獨力完成單位輔導工作，也別無選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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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為單位長官、朋友、部屬進行輔導，

容易造成軍隊社會工作者與個案的輔導

關係、管理職責出現混亂（丁華等人，

2012；Johnson et al., 2006; McCauley et 

al., 2008）。再者，軍隊領導者可能對輔

導工作的方法與倫理知之甚少（Hryshko-

Mullen et al., 2022），軍隊社會工作者卻

因直接隸屬於服務單位的指揮鏈，而必須

聽從單位領導者的命令、遵循科層制度的

規範，社工專業倫理的空間因而受到限制

（陳依翔，2017；Bakst, 2015）。

軍隊社會工作者不僅是社會工作者

也是軍人，身為社會工作者有義務遵守並

明確闡述社會工作價值觀、倫理原則與標

準。身為軍人也同樣必須遵守軍事道德、

價值觀和法律（Bakst, 2015）。然而，雙

重身分讓軍隊社會工作者在遵循軍事組織

規範和專業倫理之間經常出現衝突。這樣

的衝突與其說是個人對抗權威，不如說是

科層制度和專業精神的衝突，亦或是專業

價值與軍事使命的兩難。有鑑於此，本文

透過整理國內外現有文獻資料，進一步分

析在現今軍事環境中，社會工作專業倫理

與軍事體系互動所產生的倫理議題為何？

並據以討論與提供建議。

貳、 「軍職」、「社工」雙重

身分的挑戰

軍隊社會工作者因同時具有「軍職」

與「社工」雙重身分，除了幫助和支持服

務對象之外，亦須關注軍事組織的利益和

目標而面臨許多衝突與挑戰（林於宏，

2021；陳依翔，2017；Bakst, 2015; Sásik, 

2021）。因為輔導以人為本，但是軍隊組

織以任務為先，即使輔導看到個別差異與

需求，軍隊卻期待能透過各種訓練與紀律

要求消弭個別差異（顏志龍、陳彰儀，

2003）。不僅如此，在時代變遷下，隨著

募兵制推動以及千禧世代軍人的加入（邱

發忠、鍾成鴻，2021），加上數位媒體發

展快速，官兵爆料文化的興起，都影響了

組織溝通與軍事制度的變革（簡志翔，

2020）。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實踐社工專業

倫理時也必然受到影響。本文蒐整過往相

關研究，將「軍職」、「社工」雙重身分

的挑戰區分為：科層制度下的權力操控、

「軍事」與「社工」價值觀的拉扯，以及

新時代部隊的挑戰等三項予以討論。

一、科層制度下的權力操控

軍隊是「全控式組織」，意即在軍

事科層組織規範下，透過權力和階級制度

維繫具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的規範

要求，進而使軍事成員對服從、階級與

權威的高度重視，以形成團隊意識（錢淑

芬，2013）。軍隊中的個人必須配合團體

行動，必要時還需犧牲個人權益以滿足團

體要求，以追求軍事任務順利遂行（余

一鳴，2003；孫敏華，2001；Bry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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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透過階級權力關係定義組織內每

個人的角色和地位至關重要，如此軍隊成

員才得以確定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和地

位，並表現出適當的行為（顏志龍、陳彰

儀，2003）。

軍隊社會工作者被期待的角色定位，

就是準確掌握單位成員的所有狀況，並透

過指揮體系回報狀況，以利單位人員心緒

狀況的掌握（邱發忠、陳學志，2003；張

沛文，2016）。在科層制度下，權力操控

於單位領導者手中，不論單位領導者是否

具備心輔專業能力，軍隊社會工作者基於

職務服從必須聽從命令（黃勝為，2005；

Hryshko-Mullen et al.,2022），個案的輔導

作為都必須聽從單位領導者的指導，軍隊

社會工作者往往只能提供處置建議（林於

宏，2021；張沛文，2016；顏志龍、陳彰

儀，2003），心輔工作的自主性當然也受

到忽略（林宇明，2005；邱保龍，2007；

張沛文，2016；黃勝為，2005）。就現況

而言，階級權力相對弱勢的軍隊社會工作

者終究僅能聽命行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

的堅持仍不敵職務領導下的權力操控。軍

隊科層制度的確有利於軍事任務的傳達與

遂行，卻難以兼顧專業心理輔導工作的自

主性。

二、「軍事」與「社工」價值觀的拉扯

軍事組織的利益是超過個人利益

的（余一鳴，2003；顏志龍、陳彰儀，

2003），軍隊養成教育訓練影響甚深，團

體生活、軍事教育都影響到專業工作推

行，以及專業倫理決策判斷（林宇明，

2005）。尤其，軍隊透過系統性的訓練方

式，將軍事信仰體系、價值觀、文化長期

灌輸於軍隊成員，軍事使命至高無上、服

從階級權威已然內化（錢淑芬，2020）。

再加上軍隊社會化與其他社會化最大不

同，在於軍隊社會化有極高的強制性，例

如：行動要求一致，一切以團隊為重，若

隨意違背就會受到相應的紀律處罰、行政

處分等作為，都是型塑出軍事成員堅固軍

事價值信念的策略（余一鳴，2003）。同

樣地，軍隊社會工作者也接受正規社會工

作教育，必須遵守社會工作倫理規範。

以提升軍隊成員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福

祉，並發展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協助

個案尋求恢復功能失調的連接功能（朱

美珍，2012；Sásik, 2021）。這樣的雙重

身分產生許多不協調和衝突，亦產生許

多壓力（丁華等人，2012；Olson, 2014; 

Linnerooth et al., , 2011;Sásik, 2021）。所

以，是要幫助和支持服務對象？還是以軍

事組織的基本利益和目標為重？在「軍

事」與「社工」不同價值衝突下，軍隊社

會工作者受困於個案與軍隊組織利益權衡

之中。

三、新時代軍隊的倫理議題

隨著募兵制推動以及千禧世代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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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入（邱發忠、鍾成鴻，2021），以及

新媒體時代快速發展的網路社群，都讓軍

隊社會工作受到更多倫理議題的考驗。相

關研究發現，在募兵制推動後，隨著服役

期程拉長，以及社會變遷等影響下，軍隊

個案類型趨於複雜，包括：物質濫用、家

庭問題、精神疾病、同志議題等（丁華等

人，2012；于子堯，2013）；千禧世代軍

人的加入，由於更重視自我發展與個人自

由，軍事權威式管理受到考驗（Stafford 

& Griffis, 2008），加上網路科技以及

智慧型行動裝置發展迅速，部分官兵也

會透過體制外管道表達意見（簡志翔，

2020）。

然而，對於企圖維持保守的軍事組

織而言，軍隊社會工作者更陷入倫理困境

中（陳依翔，2017）。軍事組織面對新型

態社群媒體言論的發展，軍事組織「神秘

面紗」被動地被揭穿，尤其軍人行為舉止

容易被放大解讀，甚至受到不實訊息的攻

擊，軍事組織並不樂見此現象（簡志翔，

2020；羅凱倫，2022）。尤其，軍隊在遇

上「多元性別」議題時總表現相當保守或

隱晦，現今社會在同婚專法的施行及多元

性別觀念的推展下，軍隊反而更擔憂「軍

隊多元性別」議題引發媒播效應，而無意

願涉入其中（謝枝旺、王秋鳳，2021）。

軍隊社會工作者身處軍事科層體制

之中，在獎懲制度下亦須顧及自身的升遷

發展，更要注意避免牴觸單位長官的命令

而受到懲處（周哲銳，2014）。檢視國軍

2017年頒布的《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

作教則》針對工作倫理規範，包括：摒除

個人私慾、公平正義原則、充實專業知

能、專業敬業樂業、謹守言行紀律、夥伴

平等關係、協助解決困境，以及發揮團隊

精神等要求（國防部，2017）。顯示出心

輔人員被期待能兼顧組織和個案權益，卻

沒有提及倫理難題的因應方式。可見，軍

隊社會工作者處在一個變動的外部環境，

與相對保守的軍事科層組織之中，如何平

衡與兼顧個案、自我和組織利益仍是一項

難題。

參、 軍隊社會工作實踐的倫理

議題

社會工作過程中主要的「倫理議題

（ethical issues）」可分為三種：（一）無

心犯下的錯誤，如：資料保管失當、不小

心洩漏案主資料；（二）不當行為有違社

工倫理規範，如：剝削案主、與案主互動

超出專業界線；（三）倫理兩難（芮默‧

佛雷德利，2009）。「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意即：

決策者必須在兩個價值接近或相等

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的困境。若軍事社會

工作者必須在軍事使命和個案之間做出選

擇，就會體現出軍隊系統中社會工作者的

矛盾。（Tallant & Ryber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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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社會工作者在軍隊相關規範與社

工專業倫理的衝突下，的確出現許多倫理

議題（李霖；2020；邱保龍，2007；陳依

翔，2017；Bakst, 2015; Linnerooth et al., 

2011），本文彙整文獻資料後，發現軍隊

社會工作實踐的倫理議題可區分為：「案

主自決與家長主義的兩難」、「保密、隱

私權與軍隊科層體制的兩難」，以及「多

重角色的衝突」等三項。

一、案主自決與家長主義的兩難

根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工

員提供服務時，必須尊重案主的選擇。然

而，軍隊社會工作者基於職責，必須將個

案、服務單位和軍隊組織視為一個整體，

忠於三者並兼顧一切。軍隊領導者就像個

案在軍隊的監護人，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

重視其意見（Bakst, 2015）。在軍隊組織

中，軍事領導者為了確保組織行政效率、

強化訓練成效，軍隊成員除了做好自身工

作之外，表現出利他行為也是極為重要。

「家長主義」讓軍事領導者對其部屬有絕

對權威，而部屬須對單位領導者以絕對的

服從予以回應（許金田等人，2004）。

國內多篇文章均提到，軍隊社會工

作者依規定須將個案問題和處置建議向上

呈報，再由單位長官指示個案後續輔導

作為，例如：個案是否要轉介醫療、轉

換職涯，或是調職等處置作為，軍隊社會

工作者往往只是程序上的背書者，並無決

定權（林宇明，2005；崔艾湄，2019；張

沛文，2016；黃勝為，2005；謝枝旺、王

秋鳳，2021），因為決策權始終掌握在

「權責長官」手中（林於宏，2021）。再

加上社群媒體日益普及後，軍中事務若遭

到外界媒體過分關注和渲染，就會危及軍

隊形象，輔導過程的掌控更受到軍隊領導

者的重視（林宇明，2005）。如崔艾湄

（2019）研究發現，軍隊社會工作者一旦

發現單位有愛滋病感染者、同性戀者，甚

至僅是一般的心輔個案都要依規定向單位

長官報告，目的就是希望能解決單位的問

題，而非專注於協助個案解決問題。謝枝

旺與王秋鳳（2021）研究部隊多元性別者

的輔導經驗，也提到單位長官會介入個案

輔導作為，如：希望透過輔導來調整個案

的性傾向，或是透過住院、通知家屬和辦

理停役。

事實上，大多數具有指揮權責的軍

隊領導者並無心輔相關專長（黃勝為，

2005），卻基於職務、階級服從，軍隊

社會工作者只能聽命行事，「以個案為中

心、案主自決」的價值理念往往受到忽

略。單位長官掌握個案狀況的最終目的仍

是解決單位問題，以獲得組織最大利益，

相關個案輔導作為仍是以維繫單位整體安

全為目標。在軍隊從事輔導工作，軍隊社

會工作者必須服從於階層權力關係之中，

並掙扎於案主自決，或是聽命行事的兩難

之中。



社區發展季刊　180期 221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嚴巧珊   雙重身分的挑戰：軍隊社會工作實務的倫理議題

二、 保密、隱私權與軍隊科層體制的

兩難

軍隊社會工作者受雇於軍事組織，

在實務過程必須遵守軍事組織的規範和

命令。我國軍隊心理輔導是「崁入式」

的輔導機制，在國軍心理衛生（輔導）

「三級防處體系」及「區域輔導網絡」輔

導規範下，個案輔導紀錄必須逐級上呈由

各級長官批閱，在單位個案研討會議中也

必須提出報告，以利單位各級長官掌握個

案狀況，導致個案輔導過程自我揭露的隱

私因而被公開（吳國中、陳俊源，2014；

林宇明，2005）。就軍隊立場，軍隊社會

工作者必須落實「邊處理、邊回報」的流

程，讓各級長官即時掌握單位成員所有訊

息，以防止軍隊出現任何軍紀問題，避

免內部管理被檢討（崔艾湄，2019；陳依

翔，2017；謝枝旺、王秋鳳，2021）。相

較之下，個案隱私較不被重視（林宇明，

2005；崔艾湄，2019；張沛文，2016；謝

枝旺、王秋鳳，2021；Simmons & Rycraft, 

2010）。

因為「服從」終究是軍事組織重要的

核心概念，透過軍事社會化影響軍隊成員

價值觀，以達效忠軍事使命為目的（邱發

忠、陳學志，2003）。透過軍隊科層體制

的規範，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為單位發掘

危安問題，避免個案個人問題影響單位任

務遂行（崔艾湄，2019；陳依翔，2017；

Johnson et al., 2010）。當軍隊社會工作者

選擇為個案保密時，總會因違反科層體制

要求而背負責任，因為社工專業倫理無法

突破「官僚權威」，在滿足軍事任務順利

遂行的前提下，社工專業倫理時常會被漠

視（黃富民，2019），導致軍隊社會工作

者迫於現實壓力，必然得成為一位順從、

聽命行事的部屬（周哲銳，2014；陳依

翔，2017）。

然而，忠誠度必然是信託關係的核

心，維護個案隱私和對個案誠實更是對案

主忠誠的義務（Kutchins, 1991）。軍隊

社會工作者應該與個案建立互信的關係，

才有利於深入了解個案問題，進而解決個

案問題。所以，到底是要維護個案隱私，

還是要滿足軍隊科層體制的規範，對於個

案基於信任全盤托出的「秘密」，軍隊社

會工作者該如何信守對個案的保密承諾？

甚至，軍隊社會工作者服務的「個案」

到底是誰？是整個軍事組織，還是軍隊成

員？這是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議

題，卻也是迄今難解的難題。

三、多重角色的衝突

什麼是多重關係？當輔導者同時或

依次參與個案的兩種或多種關係時，就會

出現多重關係，而當兩個角色之間存在實

質性差異或衝突時，對個案的潛在傷害會

加劇（Kitchener & Anderson, 2011）。在

社會工作專業關係中，經常會以堅守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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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避免雙重關係、不能違反倫理守則

為前提（潘淑滿，2000），專業關係更應

該建立一種雙向的溝通，並且產生「信

任」與「安全感」（Biestek, 1957）。然

而，軍隊心理輔導屬於「崁入式」的輔導

機制，服務對象就是軍隊社會工作者服務

單位的長官、同事或是部屬，與服務個案

產生雙重甚至多重關係根本無法迴避。

這也意味著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時刻準

備好轉換自身角色，隨時要為自己的長

官、朋友、部屬提供服務（Johnson et al., 

2006）。但是，一旦軍隊社會工作者和個

案在期望、義務和權力方面的差異增加，

雙方產生誤解、失去客觀性和剝削的可能

性就會增加（Kitchener, 1988）。

相關研究就指出，階級是很難跨越的

限制，通常接受輔導的個案階級大多為低

階的志願役士兵，校級以上的軍官通常會

拒絕接受輔導。因為大多數輔導人員的階

級為上尉、少校，在階級服從、職務領導

的軍事環境中，高階者向低階者求助會影

響到領導威信，要接受低階者的心理輔導

更令高階者難以接受（丁華等人，2012；

李霖，2020；邱保龍，2007）。相反地，

低階者基於服從必須接受輔導，但是非

自願性的個案在輔導上同樣困難重重。

因為，即使低階的個案被迫接受輔導，

談話內容也多有保留、配合度也不佳（林

宇明，2005；謝枝旺、王秋鳳，2021）。

被「長官」輔導，就像是將自己的問題攤

在陽光底下，所以大多數官兵會擔心個人

資料保密問題、會被標籤為有問題的人，

甚至影響個人軍旅生涯發展等問題，所以

不太願意接受輔導，或是多有保留，專業

關係難以被建立（丁華等人，2012；吳國

中、陳俊源，2014；李霖，2020；林宇

明，2005；崔艾湄，2019）。

對於軍隊社會工作者自身而言，因

為同時具有軍職與社工身分，在講求軍事

任務、軍事職責為重的軍事組織中，輔導

身分只是次要角色，「長官的部屬」才是

其主要角色（顏志龍、陳彰儀，2003）。

要彰顯自身價值，就必須有效協助軍事任

務達成，其輔導成效才可獲致肯定。若是

個人內在價值觀的衝突、輔導過程無法長

期獲得成就感，都讓軍隊社會工作者陷於

內在衝突與矛盾之中（周哲銳，2014；林

宇明，2005），甚至輔導的熱情都被澆熄

（于子堯，2013）。可見，不可避免的多

重關係侷限了軍隊輔導工作的推展，輔導

所需存在的信任關係也難以建立，輔導者

與個案存在多重關係，加上彼此權力的差

異，都讓軍隊社會工作者深陷於倫理困境

之中。

肆、討論與建議

社會工作是兼具科學與藝術的助人

專業，透過專業技術、經驗和直覺，以及

助人的渴望，讓當個案進到輔導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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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幫助，或者至少不會受到傷害

（Graybeal, 2007）。然而，軍隊是強制

性極高的「全控式組織」，透過階級制度

維繫具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的規範，

軍隊所屬成員都必須服從於軍事命令（余

一鳴，2003；錢淑芬，2013；Bryan et.al., 

2012）。尤其，獎懲、升遷權力都掌握在

單位領導者手上，也箝制了軍隊社會工作

者專業自主的發展（周哲銳，2014；陳依

翔，2017）。加上現今網路科技及智慧型

行動裝置發展迅速，部分官兵向體制外管

道表達意見（簡志翔，2020），輔導機制

被期待成為知悉官兵想法的管道，並且效

忠於單位指揮官、遵循科層制度的規範，

不任意對外透漏輔導相關訊息（張沛文，

2016）。本文認為，目前軍隊組織結構並

未重視軍隊社會工作實務的倫理議題，導

致軍隊社會工作者與個案無法建立具「信

任」和「安全感」的專業關係。若國軍期

待輔導機制能獲得單位成員的認同，就需

要在教育訓練、管理與督導，以及完善專

業制度上提出改善策略。

首先，加強軍事領導者的「社會工作

倫理」教育。目前軍事領導者大多數不具

備輔導相關倫理知識，也沒有相關訓練課

程。當軍事領導者對社會工作倫理沒有足

夠認識時，就會以一般領導模式去看到輔

導工作。因此，唯有加強軍事領導者的社

會工作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才能讓軍事領

導者了解到倫理對社會工作服務品質維持

的重要性，以利軍隊社會工作倫理規範的

落實。

第二，建構專業督導制度。前述發

現，軍隊社會工作者在面對社會工作倫理

議題時都沒有提及專業督導的協助。的

確，軍隊輔導工作並沒有「長期、密集

且持續性」的督導制度，依國防部心理衛

生中心現行做法，以「專業督導團體」協

助提升心輔專業能力及實務技巧，專業督

導人員是由民間學者專家或是資深心輔官

擔任（國防部，2017）。這樣的督導機制

並不足以應付繁雜的軍隊輔導實務工作，

也無法提供即時的協助。因此，未來國軍

應建立「長期、密集且持續性」的督導機

制，才能提供更全面的支持與協助。

第三，建構軍隊社會工作倫理決策。

目前並沒有明確的倫理決策模式可供軍隊

社會工作者遵循，導致軍隊社會工作者長

期游移於軍隊相關規範與社工專業倫理規

範中。在軍隊科層制度下，軍事領導者對

其部屬有絕對權威，而部屬須對單位領導

者以絕對的服從，即使軍隊指揮官的要求

與社會工作倫理規範相違背，也只能依據

軍隊科層制度的規範聽命行事。身為軍隊

社會工作者不能漠視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的

明確要求，特別是「崁入式」的心輔機制

更應確遵職業倫理，當倫理困境發生，軍

隊社會工作者為倫理決策制定一個深思熟

慮的過程至關重要，對未來軍隊社會工作

的推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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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任務要有效遂行，軍隊社會工作

具有其重要性，而軍隊社會工作要受到肯

定，也必須能有效協助軍事任務順利達成

（孫敏華，2001）。軍隊社會工作若要走

出倫理困境，就必須接受軍事組織的特殊

性，以滿足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對個案、對

同僚、對服務機構，以及對社會大眾的義

務和職責。未來，軍事組織應建構更完善

的心理輔導專業體制，透過持續教育訓練

與專業督導制度建立，讓軍隊社會工作者

在遇到倫理困境時可以獲得專業的協助，

以更全面的觀點作出更適切的處置作為。

同時，國軍建立一套軍隊倫理決策模式也

是未來可以推展的方向，律定清楚的倫理

決策模式讓軍隊社會工作者依循，可以避

免指揮體系的過度干預，也避免軍事價值

與社工倫理間的過度拉扯。總而言之，軍

隊社會工作者雙重身分的挑戰必然存在，

與其和現有制度抗衡，不如思考如何發展

出個案與軍事組織利益共存的服務決策。

因為，徬徨不安的軍隊社會工作者無法有

效解決個案的問題，唯有面對、處理問

題，並透過組織共同面對與做出相因應

的策略，軍隊社會工作才能發揮更大的

功效。

（本文作者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

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 軍隊社會工作、心理衛生、科層

制度、倫理議題

註　釋

註1： 本研究僅討論軍職社會工作者，不包含聘僱的文職社會工作者，因文職社會工作者不具軍

職身分，不屬於本文研究議題所討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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